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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保险费率监管是保险业监管的核心之一，保险费率的厘定应遵循合理性、公平性、充足性原则。中国保
险费率监管制度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宽松到严格的演进过程，其市场化转型主要体现为商业车险费率监管改革
的试点与人身险费率管制的不断放松。目前，国际上保险市场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多已完成了保险费率的市场化改
革，相关改革经验给中国的启示包括:保险费率的监管模式应与保险市场的主要矛盾相适应，应进一步放松费率管

制，给予保险公司更大的产品自主定价权，鼓励其积极进行产品创新，同时，应维持政府对保险费率的适度监管力

量，并应尽快建立或完善保险费率监管的配套制度，如独立费率厘定机构的建立、保险信息披露制度的不断完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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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费率，是应缴纳保险费与保险金额的比率，

也是保险公司承担约定保险责任向投保人收取费用

的标准以及投保人为转移风险、取得保险公司对约定
保险事故承担赔付责任支付的主要对价。从国际经
验来看，保险费率监管通常是相关国家或地区对保险

业的监管核心内容之一。①保险产品开发中费率的厘
定，对于保险消费者合法权利的保护及保险行业的稳

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价格机制是市场交易的
核心，市场运行需要是靠价格来调节，而保险费率就

是保险市场的价格。根据学者归纳，保险费率的形成
方式主要有法定费率、公定费率( 行业费率) 和市场
费率三种，［1］P8－9分别体现了不同的费率监管理念。

根据监管强度之不同，可将保险费率监管分为政

府监管与自律监管两大类。前者是指政府主管部门
对保险费率进行的监管，后者则是指保险行业协会对

保险费率进行的监管。二者相较，政府监管的强制性
与权威性通常更高。但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政府监
管与自律监管所处的地位又有明显不同。如在英国，
作为一个传统的自律性监管国家，政府很少对保险产

品的费率进行监管，而主要靠市场的自发性或行业性

监管。在美国，保险监管主要由各州完成，其各州的

费率监管模式存在较大差异，部分州以行业的自律性

监管为主，部分州以政府监管为主，另有部分州则介

于二者之间。而对于包括中国②在内的很多发展中

国家而言，政府监管则占据着主导地位，保险行业的

自律性监管主要是作为政府监管的补充与辅助而存

在。中国保险市场改革开放以来，围绕保险费率的监
管，走过了一条从宽松、到严格、再到逐步宽松的循环
与螺旋式演进过程，迄今仍在不断改革中。鉴于相关
保险市场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保险费率监管制度经过

长期演变，已相对较为成熟，有效借鉴这些国家或地

区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保险费率监管制度的进一步

完善而言，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一、保险费率监管的理论基础与基本原则

( 一) 保险费率监管的理论基础

根据学者归纳［2］，保险费率监管的理论主要有

以下几种:

第一，公共利益理论。此理论认为，市场失灵是
必然的，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应当对市场垄断、
信息不对称或过度竞争等市场失灵现象进行干预、规
制和矫正。在保险市场上存在两类主要的市场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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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保险公司的过度价格战，会导致严重的偿付能力

不足;二是保险公司的价格与信息垄断或串谋，会导

致保险费率过高，给保险公司带来超额利润。二者都
会损害保险消费者的利益，而对保险费率的监管有助

于矫正保险市场中的上述失灵，实现保护公共利益

( 主要是保险消费者利益) 之目的。
第二，利益集团理论。此理论认为，保险费率监

管的强弱及变化，取决于保险消费者集团、保险人集
团、保险中介集团等诸多利益集团对监管者的影响力
对比。当保险消费者集团对监管者的影响占据主导
地位时，监管者就会顺应消费者的意愿进行保险监管

( 如对费率的上升进行控制) ; 反之，如果保险人集团

的影响更大时，监管者就为保险产业所控制( 如维持

较高的费率) ，监管的目的主要是为保险业服务。
第三，政治家理论。此理论认为，监管者为获取

政治支持和自己将来的政治前途，往往会关注公众对

特定市场结果的不满情绪，并采用一些政治程序来使

公众表达他们的政策倾向。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 简称“加州”) 《103 提案》，就是政治选民活动的结
果，选民们要求保险费率削减 20%并进行冻结，从而
使加州由竞争型保险费率转向严格监管型保险费率。
此理论着重从消费者及其政治权利表达角度来考虑

保险费率监管问题。
第四，委托代理理论。此理论认为，在保险市场

上，保险消费者力量分散，处于相对不利地位且搭便

车问题严重，迫切需要寻找代表其利益的代理人，政

府或保险监管机构作为其利益代表，负有代表保险消

费者利益对保险费率进行有效监管的职责。
对于上述几种理论，笔者认为，公共利益理论、利

益集团理论、政治家理论及委托代理理论分别从不同
视角对保险费率监管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进行了探讨，

虽称谓各异，但本质上均强调要实现保险费率的公平

与保险经营的安全。保险费率合理与否，本质上也是
一个保护保险消费者利益与维持保险公司稳健经营

间的平衡问题，费率过低会损害保险公司的偿付能

力，费率过高则会损害保险消费者的利益，二者反过

来均会影响到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保险费率
监管实质上是一个减少保险公司与保险消费者之间

利益冲突、实现二者间利益平衡的过程，利益平衡理
论亦可作为对保险费率进行监管的理论基础之一。
( 二) 保险费率厘定的基本原则与主要方式

不论依据何种监管理论，保险费率的厘定均应坚

持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或对称，并应遵循如下三个基本

原则:

第一，合理性原则。即保险费率应尽可能合理，
不得因保险费率过高而让保险公司获得与其承保风

险不相称的超额利润，不得在费率结构中设置与其所

提供服务不相符的高额费用，从而损害投保人、被保
险人的合法利益。费率设定应与保险条款相匹配，并
应有利于激励保单持有人主动进行风险控制。

第二，公平性原则。即费率水平应与被保险人
和保险标的的风险特征相匹配，保险费的多寡应与保

险的种类、保险期限、保险金额、被保险人的年龄等相
对称，风险性质相同的被保险人应承担相同的保险费

率，风险性质不同的被保险人，则应承担有差别的保

险费率，不得根据风险特征以外的因素进行歧视性的

费率安排。
第三，充足性原则。即费率的厘定应保证保险

人有足够的偿付能力，其所收取的保险费应足以支付

保险金的赔付及合理的营业费用、税收和公司的预期
利润，费率水平不得危及保险公司财务稳健和偿付能

力或妨碍市场公平竞争。
从相关保险市场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实践来看，围

绕保险费率的厘定，主要存在如下几种方式: ( 1) 监
管机关统一制定费率; ( 2) 严格的事先审批; ( 3) 先报
批，一定时间内不否决即可自动使用; ( 4) 条件审批
制，即如果费率的变化是因为已经发生的损失的增

减，则备案即可;如果费率的变化涉及到费率的分类，

则需要事先核准; ( 5) 浮动费率，在监管部门批准的
浮动范围内，保险公司可自主增减费率，超出部分需

批准; ( 6) 即报即用; ( 7) 先使用，再上报; ( 8) 完全自
由的费率。

二、中国保险费率监管制度的演进与市场化改革

( 一) 中国保险费率严格监管制度的逐步确立

中国的保险业务于 1979 年开始恢复，随着改革
的深入，保险市场发展迅猛，保险费率竞争日益激烈，

保险费率监管制度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宽松到严
格的演进过程。

在 1979－1985 年间，中国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
司( 即中国人保) 一家市场主体，保险产品的条款与

费率结构简单、不存在保险费率的竞争与监管问题。
国家层面对保险费率的监管始于 1985 年的《保险企
业管理暂行条例》，该条例规定: 国家保险管理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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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人民银行，其职责之一是审定基本保险条款和

费率。③据此，中国确立了由央行审定保险费率的制
度。此后，随着保险公司数量的增加及费率竞争的加
剧，为限制恶性费率竞争现象，国家对保险费率的监

管逐步加强。比如，央行此后出台的加强费率管制的
文件④规定，保险公司必须按核准后的基本保险条款

及保险费率执行，同一地区的多家保险公司经营同一

险种的，必须采用相同的条款和费率等。这种费率严
格监管制度进一步体现在 1995 年《保险法》中，该法
第 106条规定，“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
款和保险费率，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制订。保险公司
拟订的其他险种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金融

监督管理部门备案。”针对市场中的保险费率恶性竞
争行为，央行随后又出台了系列监管措施，⑤依据这

些法律或措施，中国逐步确立了对保险市场的严格监

管制度，其核心则是对费率的严格监管。［1］P531998 年
之后，中国保险市场的监管权逐步转由中国保监会行

使，后者通过部门规章等方式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对保

险费率的监管。如其 2000 年颁布的《保险公司管理
规定》规定，中国保监会制定和修订主要险种的基本
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同年出台的《财产保险条款费
率管理暂行办法》则规定，未经中国保监会批准，任
何保险机构不得变更主要险种的基本条款和费率。

由上述费率规定的监管用语可以看出:从规制主

体上，不论是央行的审定、报批，还是中国保监会对费
率的制定、修订，均体现了主管部门对费率的严格监
管，保险费率一直是监管部门关注的重心。从规范范
围上，从基本保险到主要险种，从财产险到人身险，均

在管制范畴内。对于寿险产品，监管部门对定价三要
素( 预定死亡率、预定利息率、预定费用率) 有严格限
定，对于非寿险产品中的支柱险种———车险的费率由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定价，保险公司均缺乏自主定价

权。［3］

虽然在保险市场发展初期，对保险费率进行严格

监管有其必要性，如可减少保险公司间的过度价格战

等无序竞争行为，利于保险行业与保险市场的稳定发

展。但随着国内外保险市场的逐步接轨，严格的费率
监管制度的缺陷也日益暴露出来:政府的费率监管决

策通常很难适应市场的快速变化与丰富需求，保险费

率的单一化与集中监管，不仅严重抑制了保险公司的

产品创新和研发积极性、使得保险产品高度同质化，

无法形成差异化竞争，诱导保险公司更多地寻求利用

其他不正当手段，如提高返佣或回扣、进行虚假陈述
或销售误导等来抢占业务与市场份额，也不利于提升

保险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不利于保险消费者利益的

保护，以及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在国民经济
整体处于市场化不断加深的大背景下，保险费率监管

制度也必然要面临市场化改革的挑战。
( 二) 中国保险费率监管制度的市场化改革

作为保险市场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的保险费率

监管制度在 2000 年后即开始了逐步的市场化转型。

这种转型在财产险方面，主要体现为商业车险费率⑥

监管改革的三次试点; ［4］在人身险方面，则体现为从

意外险和短期健康险、到普通人身险、再到万能型和
分红型人身险的费率管制不断放松的变革。具体体
现在:

1．车险费率改革的三次试点。因应保险市场进
一步发展的需要，中国保监会先后进行了三次车险费

率改革试点:

第一次试点( 2001－2006 年) 。2001 年 10 月，中
国保监会在广东省进行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试点，允

许各保险机构自主厘定车险费率，报当地监管部门备

案后使用。2003 年 1 月 1 日，车险条款费率管理制
度改革工作在全国范围推开。这次改革主要包括:停
止使用统颁条款;保险公司可自行制定、修改和调整
车险条款费率，报中国保监会审批后使用; 各保险公

司分公司经总公司授权，可在经营区域内调整费率，

并报当地监管部门审批;经审批后的条款费率须向社

会公布后使用。这次试点引入随车、随人、随地因素
作为车险费率的厘定依据等，费率厘定方法渐趋与国

际接轨，激发了保险公司的车险产品创新热情。监管
部门则通过放开车险费率厘定权，尝试将监管重点从

主导市场定价转移到保险主体的偿付能力上，并实际

显著提升了保险公司的服务与治理水准。但是，由于
保险公司车险基础数据积累不足、销售渠道单一、经
营方式不成熟以及监管配套滞后等制约，此次试点引

发了全国范围的价格战，导致全行业亏损，最后宣告

失败。

第二次试点 ( 2006－2012 年) 。2006 年 7 月，借
交强险制度实施之际，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开发了与其

相衔接的商业车损险和三者险产品，除中国人保、中
国平安等大公司自行开发了与行业基本条款费率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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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不大的车险产品外，其余中小型公司都选择了行业

基本条款费率。2007 年 4 月，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修
订和完善了基本条款，险种扩大至 8 个，简化和规范
了费率调节系数。除天平财险等个别公司外，各公司
均使用行业基本条款费率，各公司的车险产品基本均

为同质产品。费率市场化改革的重点由第一次试点
时各保险公司自主厘定费率转变为由中国保险行业

协会制定示范条款和费率供各公司使用。这种转变
虽然导致了与之前监管部门统一制定费率情形下类

似的产品同质化现象，但费率的决定权毕竟由政府监

管部门转移到行业自律组织这一市场主体，费率的市

场化程度有所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消费者的信

息劣势，将保险公司间的竞争焦点由价格竞争转变为

服务竞争，为进一步的费率市场化奠定了基础。同
期，中国保监会出台了财险公司电话营销专用产品开

发和管理规定，并在北京、深圳、厦门等地区开展了系
列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的试点，相关试点也积累有较

丰富的经验。⑦

第三次试点( 2013－今) 。此次试点包括 3 项主
要内容: ［5］( 1) 建立健全车险条款形成机制，包括行
业示范条款制度和创新型条款形成机制; ( 2) 建立健
全车险费率形成机制，包括建立行业基准纯风险保费

的形成、调整机制，逐步扩大保险公司的费率厘定自
主权; ( 3) 加强和改善车险条款费率监管，主要包括
建立对条款费率的动态监管机制和完善偿付能力监

管制度。2013年 9月，中国保监会《关于加强机动车
辆商业保险条款费率管理的通知》规定，保险公司拟
订的商业车险条款费率应当报保监会批准，各公司拟

订的商业车险费率应当遵循充足、公平等原则。2015

年 2月，中国保监会出台的《关于深化商业车险条款
费率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符
合中国国情的商业车险条款费率管理制度，具体应形

成以行业示范条款为主体、创新型条款为补充的车险
条款体系;逐步扩大保险公司的费率厘定自主权; 以

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加强和改善商业车险条款费率

监管。同年 4月 1日起，中国部分地区正式启动了第
三次车险费率改革试点。⑧两年后，改革试点推广到
全国。2018年 7 月，新成立的中国银保监会再次发
文继续推进车险费率改革，并要求各财险公司重新报

送商业车险费率方案，各公司制定的费率方案应严格

遵循合理、公平、充足的原则，不得以任何形式开展不

正当竞争。
2．人身险费率的递进式改革。与商业车险的费

率管制类似，人身险领域严格的费率管制，也阻碍了

市场化价格机制的形成，导致人身险产品同质化现象

严重，且价格偏高、销售误导现象普遍，从而严重抑制
了民众的正常保险需求，使得人身险行业的发展速度

明显滞后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6］为减少阻力、顺
利实施，人身险费率监管的改革主要分为如下四步:

第一步，意外险与短期健康险产品费率管制的逐

步放开。2000年，中国保监会将短期意外险产品( 航
空旅客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除外) 由事前备案制改为

事后备案制，规定短期意外险产品费率由总公司确

定，并可根据总公司统一制定的办法进行浮动。2007

年，中国保监会废止航空意外保险( 简称航意险) 的

行业指导性条款，将航意险产品的开发权和定价权交

给保险公司。2005年，中国保监会出台《健康保险管
理办法》，对短期个人健康保险产品实行费率浮动管
理，而短期团体健康保险产品也可以对产品参数进行

调整，但需报批或备案。

第二步，普通寿险产品的预定利率和预定附加费

率管制的逐步放开。具体可分为 2个阶段:第一阶段
( 2007－2013 年) 。2007 年后，中国保监会规定在部
分试点地区的部分人身险产品⑨的预定利率可突破

原来 2．5%的上限限制。⑩2010 年，中国保监会下发的
《关于普通型定期寿险、普通型终身寿险费率厘定等
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保险公司在厘定传统定期寿
险和终身寿险产品费率时，期交产品各保单年度的附

加费用率由保险公司自主设定，但平均附加费用率不

得超过 1999 年精算规定的上限要求。第二阶段
( 2013－ 2014 年) 。2013 年 8 月中国保监会发布了
《关于普通型人身保险费率政策改革有关事项的通
知》，正式启动了人身保险费率的市场化改革。之所
以先改革普通型人身险，主要是因为普通险价格抑制

最为明显、市场份额逐渐萎缩、改革需求最为迫切、容
易形成改革共识。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放开普通险
2．5%的预定利率限制，将定价权交给公司和市场，由
保险公司自主确定产品价格;明确法定准备金评估利

率标准不得高于 3．5%，强化准备金和偿付能力监管
约束;对养老保险业务实施差别化的准备金评估利

率，支持养老保险业务发展; 适当降低长期险业务最

低资本要求，促进风险保障业务发展; 适度允许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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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主确定佣金水平，以利于优化费用支付结构，

促进风险保障业务发展等。瑏瑡

第三步，万能险费率管制的放松。经国务院批
准，中国保监会于 2015 年 2 月启动了万能险费率改
革。改革主要内容包括: 取消万能险 2．5%的最低保
证利率限制，将定价权完全交给保险公司自定; 增加

最低保证利率准备金要求，通过准备金控制前端定价

风险;提高最低风险保额与保单账户价值的比例，提

高客户的风险保障程度; 提高万能账户的透明度，降

低万能保险费用率水平，保护消费者利益等。［7］

第四步，分红险费率管制的放松。分红险费率形
成机制仍然是坚持“放开前端、管住后端”，即将前端
产品定价权交还保险公司，产品预定利率由保险公司

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自主确定;后端的准备金评估利率

由监管部门根据“一揽子资产”的收益率和长期国债
到期收益率等因素综合确定，通过后端影响和调控前

端合理定价，管住风险。
保险费率改革的实质，是将保险产品的定价权交

还给保险公司和保险市场，逐步减少政府监管对保险

市场运行和保险公司经营中的不必要行政管制，充分

发挥市场在配置保险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经过上
述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两方面的改革，中国的保险费

率监管体制虽然初步实现了由政府严格监管向适度

市场化转型的过度，但因现有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的

费率监管实行的仍均为报备审批制，监管部门以个案

指导与控制备案审批进度等方式在实质上控制着保

险公司的产品费率，故整体上看，中国保险费率的监

管仍属于严格监管模式，保险公司的自主定价权以及

创新能力激发均有待进一步改革和探索。

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保险费率监管改革实践

20世纪七十年代之后，随着金融自由化浪潮在
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保险业也被裹挟其中。很多保险
市场发达或新兴的国家或地区，其保险监管中的管制

因素都有放松的趋势，放松领域之一即为对保险条款

和费率管制的放松。［1］P52作为管制放松的结果之一，
到 20世纪末，大部分保险市场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均
完成了保险费率的市场化改革。相关国家或地区在
保险费率市场化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与中国保

险费率改革中面临的问题有许多类似之处，借鉴相关

改革经验与教训，对于中国保险费率市场化改革目标

的实现无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 一) 美国保险费率监管制度的演进历程

美国保险费率的监管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

段，宽松管制时期。20 世纪之前，受英国开放、自由
的保险监管方式影响，美国对保险费率的监管十分宽

松，各州主要承担部分保险产品的监管，保险费率基

本上处于市场化和自由化竞争状态。［8］P24第二阶段，

管制逐步加强阶段。20 世纪以后，为解决保险费率
恶性竞争所导致的保险公司频繁破产及消费者利益

受损问题，监管机构开始逐步加强对保险费率的管

制。如，1909年，堪萨斯州通过了美国第一部授权保
险监督官审核保险费率的法律，它要求保险监督官审

核费率是否“过度、不足、或者对个体存在不公平的
价格歧视”。瑏瑢1914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安联公司诉
利维斯案”的判决中明确了对保险业务进行监管的
理由，最高法院认为，保险是一种影响公众利益的业

务，因保险合同的复杂性导致普通消费者处于相对弱

势的市场地位。此判决为保险费率监管的合法性提
供了有力支持。瑏瑣1921 年，美国保险监督官协会通过
了《1921 标准利润准则》( 即 NAIC 1921 Profit
Formula 或 1921 Standard Profit Formula) ，首次尝试
定义“充足但不过度的费率”，即 5%的定价利润边际
假设( 不含投资收益) 。这一标准的确立，为监管机
构判断何为“充足但不过度”的定价提供了客观标
准。［9］截止 1944年，美国除了 3个州外，其余 48个州
和特区都通过了对保险费率进行监管的法律，其中有

33个州建立了费率监管机制。1945 年，麦克伦－弗
格森法案通过，明确了美国保险业务由各州分别监

管，美国保险监督官协会制定全行业示范法规。美国
保险监督官协会示范法规要求各州建立费率的事前

审批制度，截至 1955年，大多数州已经开始执行这些
法规。第三阶段，20世纪六十年代后，美国保险费率
的监管重新呈现市场化或“去监管化”趋势。瑏瑤 1980

年，美国保险监督官协会通过了首个竞争性费率机制

的示范条例，随后有 25个州在 1984年之前实施了不
同形式的竞争性费率制度。首先实行费率管制放开
的业务领域是商业险。［10］2002年 3月，美国保险监督
官协会批准了一部示范法律，提出对大型商业风险业

务费率的监管要最小化，各州对该类业务的费率监管

要降低到“边用边报制”级别以下，即保险公司可以
在报备 30天之后启用新费率。随着监管的放松，保
险费率逐渐降低成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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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美国各州存在 7 种保险费率具体监管方
式，由紧到松依次为: 事前审批制、修正事前审批制、

浮动区间限制、事前报备制、边用边报制、州定费率
制、无需报备。这 7 种方式可粗略地分为“事前审批
制”和“自由竞争制”两大类，但即使在同一个州，不
同保险产品也可能适用不同的监管方式，各州可以根

据市场条件的变化变更特定产品的费率监管制

度。［10］这其中尤以加州的监管最具特色。在 20 世纪
前期强化费率监管的潮流中，加州未执行美国保险监

督官协会的示范法规，而是实行“不报备”的费率完
全竞争制度。进入 20世纪八十年代，当“去监管化”

成为西方金融监管的新趋势时，加州却加强了对保险

费率的管制。1988年加州公民投票以微弱优势通过
了《103提案》，要求本州车险以 1987 年 11 月的费率
为基准强制降价 20%; 同时改变长期以来的自由竞
争费率机制为事前核准制。《103 提案》还要求强制
给予交通违法记录在 1 次以下的驾驶员额外 20%的
保费折扣，要求车险费率的计价基础从被保险人所在

区域变为驾驶记录。虽然保险公司对提案提出了异
议，但 1989年 5月加州最高法院的判决支持了《103

提案》的大部分内容，只是对偿付能力不足的保险公
司应得到“降价补贴”的标准提出了疑义。此后又经
历了数年的司法争议，1994 年 8 月最高法院终于认
可了州保险监督官实施费率降价政策的权威，认定保

险监督官有权制定车险费率的降价标准。加州保险
监督官的降价标准是: 每家保险公司不能获得超过

20世纪八十年代行业平均水平的利润率( 即 10%) 。
《103提案》是美国首个通过公民投票干预保险费率
的案例，随后有 44个州尝试过类似行动，而顺利通过
立法的目前只有内华达、新泽西、南卡罗莱那、宾夕法
尼亚 4个州。［10］

( 二) 英国保险费率的自由化监管体系

作为现代保险业的起源地和保险业最发达的国

家之一，英国长期以来一直秉承契约自由理念，政府

很少干预保险费率及条款，保险公司可根据自身发展

与市场供求情况自主确定保险费率。监管机构主要
监管保险公司的行为和经营成果，其关注重心主要是

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而很少对其具体保险经营环节

进行干预或限制。监管机构主要是通过要求保险公
司定期提交有关信息、并通过分析保险公司提交的业
务报表和报告来对其偿付能力进行评价。保险公司

只要偿付能力合格，其费率和条款可不受任何监管和

控制。人们普遍认为，对于复杂多变的保险业而言，

通过规定最低保险费率以保证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

是没有意义的，而市场竞争可以为保险消费者提供免

缴超额保费的最好保障。［8］P62

英国开放自由的市场经济、发达的保险经纪人制
度、详尽的财务报告制度，以及包括偿付能力额度监
管、精算师制度监管和现场监管在内的偿付能力监管
体系，是英国费率市场化监管模式赖以建立和存续的

基础。作为欧盟历史上的重要成员国，英国目前在保
险监管方面遵循的是欧盟偿付能力 II 监管标准与要
求，后者的目标是在欧盟内部建立一套协调一致的、

以风险度量为基础的偿付能力监管体制，包括三个核

心支柱:一是数量性要求标准，要求保险公司需满足

法定的偿付能力额度与最低风险资本额度，二是质量

性要求标准，强调保险公司自身的治理结构和风险管

理体系建设;三是信息披露要求，要求保险公司向公众

和监管机构披露偿付能力与财务状况报告。［1］P28－30如
果保险公司未能遵循这些偿付能力监管指标或者被

投诉，监管机构可对之施加相应的、可能对之产生巨
大负面影响的监管措施。
( 三) 德国的保险费率自由化改革

德国作为现代汽车的发源地，其保险业的发展与

汽车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作为一个汽车王国，德国
在车险市场改革中的动向也一直是其他国家关注的

重点之一。与中国类似，德国的车险业务也是其非寿
险业务的核心，但车险保费占其非寿险业务的比重

( 约 40%) 远低于中国。德国保险市场的费率监管改
革较早、市场化程度也较高。早在 1994年，德国即已
全面废止了保险产品的事前审批制度，开启了保险费

率的自由化改革进程。在改革之前，所有的保险产品
的条款与费率均需监管机关批准后方可销售，改革之

后，保险产品实行备案制，无须审批即可上市销售。

在车险费率监管方面，1994 年之前，德国的保险公司
虽然可自主确定车险产品的条款费率，但仍需监管部

门的批准，并需提供详细的论证材料，获批后才能执

行。当车险产品条款与费率发生变动时，同样需要履
行申请与批准程序。1994 年之后，车险条款与费率
制定权被完全下放给保险公司，车险费率的的市场化

程度逐步提高。随后数年中，保险公司之间的费率竞
争日益激烈，并导致了车险行业的全行业亏损。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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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损现象引发了保险行业自身对车险费率合理性的

反思与监管部门的重视。2000 年之后，各保险公司
纷纷以上调费率、细分市场等方式来增强自身盈利能
力，车险业务遂逐步走向成熟。德国在车险费率监管
方面经验丰富，其拥有全球领先的车险定价模式和世

界上最完善和复杂的定价因子，其车险拥有 6000 万
个不同费率单位，几乎每个客户都拥有一个自己独一

无二的车险费率，其车险定价基本参数包括车辆保养

情况、驾驶人职业、行驶区域、车型、历史赔付记录、年
行驶里程、停车场所有权。保险公司并可根据自身情
况采用相关的附加因素来厘定费率，如驾驶人年龄、

性别、驾龄、信用记录、结婚年限等。这种多元化的费
率因子成为德国车险产品定价的重要支撑，监管部门

与行业协会出台的行业指导性条款和费率则是市场

定价的重要参考。［1］P36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欧盟的核心成员国，德国保

险费率的自由化改革进程与欧盟统一市场的保险费

率监管改革基本上是同步的。在欧盟内部，目前保险
费率的监管规则具有高度统一性，各国大多借鉴英国

经验，并根据欧盟相关保险指令的要求，对保险费率

及条款不再作过多干预，而是将监管重点放在了对保

险公司偿付能力及其市场行为的监管方面。
( 四) 日本的保险费率市场化改革

日本的保险费率监管经历了松－紧－松三个阶
段。1947年以前，日本对保险费率持放任态度，但自
由竞争的费率监管制度引发了保险公司间的恶性竞

争。为规范市场，日本于 1947 年开始对保险条款与
费率实施严格监管，规定所有保险公司原则上必须采

用保险业协会制定的统一条款和统一费率。自此，日
本建立了政府主导的保险费率严格监管制度，开始了

长达 50余年的费率保护期。
20世纪末，随着国际保险市场管制放松趋势与

国内民众对保险产品多样化需求的不断增强，尤其是

1996年底“日美保险协议”达成后，日本政府正式拉
开了保险费率市场化改革的序幕。［11］“日美保险协
议”要求日本逐步放宽险种和费率方案，通过使用基
准费率和自由费率来简化保险险种，向保险公司提出

投保申请时允许使用境外数据，对某些特殊险种采用

“通报”制度。作为费率改革的措施之一，保险公司
可自主制订保险条款和费率，而无须再执行保险业协

会制定的统一费率，后者仅具参考价值。作为费率改

革的结果，保险市场的活力得到显著激发，个性化产

品和服务快速涌现，保险产品的保障功能与范围不断

扩大，保险消费者获益显著，但同时也引发了保险费

率的下降和保险公司收益的大幅下滑、以及销售误导
等负面后果。之后，日本针对保险费率市场化又进行
了系列配套改革，包括: ( 1) 调整监管重点与监管方
式，由原来对保险公司的经营行为进行严格控制的微

观监管转向基于偿付能力调整的宏观监管，将监管重

点从长期以来注重的对保险条款和费率转移到偿付

能力上，并逐步强化偿付能力监管; ( 2) 完善信息报
送与披露制度，自 2007年起，要求保险公司将自己的
义务内容与财务状况等定期向公众进行信息披露，以

接受公众的监督; ( 3 ) 改革费率之外的产品制度。
2008年启动了基于“简单易懂商品”理念的车险产品
改革，要求保险公司明确销售对象，压缩同质产品数

量，同时修改条款表达、用词等，使之简明易懂。经过
一系列改革，在日本，除了对涉及公共利益的保险产

品的开发和价格制定仍有规范外，其他普通保险产品

的费率均实现了由市场供需与保险公司自主决

定。［1］P30

( 五) 中国台湾地区的保险费率市场化改革

2002 年以前，中国台湾地区对保险费率主要由
主管机关( 即财政部) 拟定。鉴于保险市场自由化趋
势以及为加入 WTO之后的市场做准备，2002 年 4 月
台湾启动了分九年三阶段实施的“车险费率自由化”

时间表。［12］第一阶段( 2002 年 4 月－2005 年 4 月) 放
开附加费用率。商业险、强制险的纯风险保费由行业
统一计算，保险公司可自主制订附加费率。第二阶段
( 2005年 4 月－2008 年 4 月) 有限放开纯风险费率。

强制险仍采取纯风险保费由行业统一计算。对于商
业险，保险公司如能提供精算统计资料，可自行制订

纯风险费率。第三阶段( 2008年 4月后) 完全放开费
率。车险费率完全由保险公司自行厘定，实行备查
制。费率自由化后，台湾车险市场的变化主要有: 一
是车险费率水平整体下降;二是附加费用率的下降导

致原有代理销售渠道受影响，保险公司逐步采用网

络、直销等多种方式销售; 三是保险公司费用管控不
断加强，固定费用成本下降;四是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财险公司主体数量减少( 撤资或合并) ; 五是车险市

场更加细分，产品更加多元。但车险费率放开后，低
价恶性竞争问题依然存在，保险公司间的竞争仍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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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上升到创新产品、细分市场、优化服务等较高竞
争层次，以降费或高佣金等违规方式进行产品销售的

行为仍层出不穷。为解决这些问题，台湾地区的监管
部门仍在不断强化对保险市场的监管，包括加强对中

介手续费的管控、打击套费退佣等违规行为。［13］

同期，2003年台湾地区“财政部”允许保险公司
新售寿险保单可自行决定计算保险费率的生命表，但

计提责任准备金的生命表应以行业的生命表为基础。

同时，为推动红利市场化，对于不分红的人寿保险产

品，保险公司可自行确定附加费用率和退保费用率。

对于分红保单，分红比例可由保险公司自行决定，但

不得低于可分配红利盈余的 70%，并不能损及该公
司长期的清偿能力。这些改革举措都推动了台湾地
区人身保险商品费率的逐步市场化。

四、其他国家或地区经验对中国保险费率监管制
度改革的启示

从上述国家或地区保险费率监管改革的经验

看，保险费率监管的成功与否与相关国家或地区保险

市场所处的发展阶段、发展环境、监管目标、监管方式
及监管配套措施等密切相关。具体来说，对中国的保
险费率监管改革有以下几点启示:

( 一) 保险费率监管模式应与保险市场的主要矛

盾相适应

中国现阶段保险市场的主要矛盾是部分保险产

品高度同质化、费率不合理与民众日益丰富与多元化
的保险需求难以满足之间的矛盾，保险费率监管模式

的改革应当时刻围绕这一主要矛盾进行。从全球范
围看，除了具有强烈自律传统的英国坚持自由费率模

式之外，美、德、日等国及中国台湾等保险市场发达的
国家或地区的保险费率监管均存在一个从宽松－严
格－宽松的循环演进过程。具体而言，在保险市场发
展初期，政府对保险费率的监管通常都较为宽松; 随

着自由费率下保险公司间无序竞争的加剧和违规行

为的增多，政府大多会逐步加强对保险费率的监管;

在保险市场发展相对成熟之后，对费率的严格管制又

会阻碍价格机制作用的发挥、抑制保险产品的创新，

并影响民众多元化保险产品需求的实现，作为结果，

保险费率的监管又会转向宽松或市场化。简言之，即
在保险市场发展的不同阶段，费率监管也呈现出阶段

性，并不存在一个具有普适应的或最优的费率监管模

式。如有研究表明，瑏瑥部分实施严格监管地区的市场
表现反而优于费率完全自由化的地区。对于中国而
言，保险制度本身就是个舶来物，中国虽不具备英国

自由费率监管模式实施的内外部条件，但保险市场本

身已有一定的发展，中国目前对保险费率过于严格的

监管状态与保险市场发展的内在需求之间存在明显

冲突:保险公司作为市场主体无法根据市场具体情况

独立灵活地进行经营决策与产品定价，不同保险公司

的产品与服务高度同质化，产品价格相似，很难保证

民众实际面临的风险与保险费之间形成合理的对价

关系，造成不同风险、不同产品、不同人群、不同地区、

不同时间段之间的相互补贴，甚至形成承保风险层面

“劣币驱逐良币”的负向循环，保险消费者对保险产
品、服务、价格的选择权也受到实质上的巨大制约，很
难真正实现消费者利益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市场
资源不可能实现有效配置，保险市场各方主体间的利

益关系必然出现严重扭曲，保险市场发展本身也必然

受阻。因此，笔者认为，进一步放宽对保险费率的管
制，让保险公司拥有更大的产品自主定价权、鼓励保
险公司积极进行产品创新，理顺市场各方主体间的利

益关系，应是解决现阶段保险市场中主要矛盾、实现
各种资源有效配置的最适当选择。
( 二) 政府对保险费率应维持适度的监管力量

保险市场是现代各国(地区)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风险监管与控制一直是各国(地区)金融监管机构关注的

重点。这一点集中表现在不论是在自由费率模式抑
或是严格监管模式下，均存在政府对保险费率的适度

监管力量。如在英国，政府虽然不直接干预保险市场
费率的形成，保险公司可自主定价，但政府通过严格

的偿付能力制度、信息披露等制度、产品负面清单制
度、公司高管人员问责制度等对保险公司的费率设定
设置有严格的事后约束机制。一旦保险公司费率设
定结果违反了偿付能力指标或有损消费者利益，政府

即会对之施加相应的处罚措施。在美国，相关放开费
率直接管制的州，通常都存在较严格的费率事后管理

制度，包括:保险定价须遵循适当性、充分性及公平公
正原则，保险公司须向监管机构证明定价假设的合理

性，监管部门要及时对备案的费率进行评估、确保费
率的合理性。瑏瑦在德国，监管机构若发现保险公司适
用的条款费率违反了监管规定或者与报备的不一致，

有权要求其停售及对其进行处罚，并可要求保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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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对相关产品进行评估。［1］P37在日本与中国台湾地
区的保险费率市场化改革中，也均引发有恶性价格竞

争风险与偿付能力风险，监管部门在将保险产品定价

权交给保险公司的同时，也通常制定有相应的配套监

管制度。另外，从历史的眼光来看，20 世纪七十年代
后欧美国家兴起的“金融管制放松”浪潮不过是新自
由主义经济理论替代凯恩斯政府干预经济理论的政

治反映，其虽然具有鲜明的积极意义，但其最终果尚

未完全显现，我们也不能指望其可以解决当前世界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所有问题，因为市场机制实现资源最

优配置的假设条件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与完全对称的

信息，这种理想化状态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存在

的，市场自由与政府干预之间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市

场失灵现象将长期存在，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也将长期

存在。同理，对于中国而言，虽然保险费率的市场化
改革已经进行了近 20 年，但保险费率管制的放松并
不意味着政府可以放弃监管，政府监管力量仍需要适

度存在，政府仍需要积极探索各种新的更加科学有效

的监管措施，以便有效因应或规制新的市场条件下出

现的各种新问题，进而实现保险消费者利益保护与保

险市场健康发展的目标。
( 三) 应尽快建立或完善保险费率监管的配套制

度

保险费率市场化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须建立有完

善的监管配套制度。结合中国保险市场发展的实践，

笔者认为，应尽快建立或完善如下三方面的制度:

首先，应及时建立一个独立的费率厘定机构。目
前，中国虽然已完成了主要险种费率的初步市场化，

但保险公司拥有的仅是有限浮动空间内的费率自主

权，很多产品的费率仍处于严格管制之中，保险产品

的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如在车险领域，国内几乎所
有经营车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使用的都是中国保险行

业协会制定的统一条款和费率，在意外险领域，费率

厘定过程与标准缺乏透明度和独立性，事故赔付率严

重低于国际水准，保险消费者仍须继续承受超额保费

支出。在基准费率( 费率改革的核心) 的形成机制方
面，形成主体与机制分散，中国精算师协会、中国保险
行业协会、各主要保险公司都承担或参与了相关基准
费率的研究和厘定工作，缺乏总体设计思路和明确的

监管指导意见，费率厘定结果也缺乏应有的独立性。

另外，对于定价能力较弱、保单较少的小型保险公司，

或筹建中的新公司而言，由于它们不具备独立定价能

力或自身数据积累量不足，则存在被加速挤出市场的

风险。从保险市场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来看，其均存在
独立、权威的费率厘定机构，瑏瑧这些机构采集或拥有
的数据量通常占据相关国家或地区保险行业数据量

的 90%以上，能够向监管机构、保险公司及社会公众
及时提供费率信息等相关服务。［1］P194－199中国有必要
借鉴这些经验，尽快设立一家立场中立、组织形式相对
独立且具有较强公信力的机构，并由其向保险公司提

供产品定价、数据分析、风险研究等方面的服务，以确
保在费率信息供给方面、所有保险公司可以公平竞争。

其次，应不断完善保险信息披露制度。包括保险
公司的产品信息、保费涨跌信息、赔付率及偿付能力
信息等。强化信息披露是相关保险市场发达的国家
或地区费率市场化的主要举措之一。保险费率是保
险市场的价格机制和信息传导机制，有自发平抑供求

波动的作用，市场交易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价

格机制失灵，阻碍费率市场化改革目标的实现。而保
险市场中信息公开性和透明度的提升，不仅可以有效

降低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和交易成本，也有助于消费

者选择适合自己的保险产品，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所

致的经济损失。［14］以美国为例，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
( NAIC) 规定，保险公司的精算师必须每年向监管部
门提交关于公司的保险产品和费率的精算报告，监管

部门则负责对公司的信息披露情况进行及时的监督

管理，以防止市场费率的混乱、抑制恶性价格竞争的
冲动。对于中国，这些经验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再次，应建立第三方专业机构代行部分审查职责

之机制，鼓励保险公司积极进行保险条款创新。从国
内保险市场监管的现实来看，一方面，监管部门囿于

人员、时间等因素，并不具备对全国上百家保险公司
每年上报的数以万计的保险产品条款及费率进行逐

一审核的能力;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又担心保险公司

缺乏自律能力，担心其保险产品费率与条款的创新引

发社会风险。因此，为减少工作负担、避免监管风险，

监管部门在实践中并不希望保险公司进行过多的创

新尝试，从而导致目前国内保险条款与费率的高度同

质化现象。适时限缩监管部门的过度“父爱主义”监
管倾向，将其部分审查职责委托给第三方适格独立机

构来承担，有望将监管之手从目前繁重的条款与费率

审核事务中解脱出来。同时，应积极推进保险公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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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定保险条款( 此处是指费率之外的条款内容，如产

品与服务标准等) 方面的自主权，以弥补费率监管之

可能不足。以国内的商业车险条款为例，近几年，由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推出的商业车险示范条款已经基

本实现了对全国几乎所有保险公司车险产品的垄断

性适用，除了极个别的小型保险公司获得特许外，平

安财险、人保财险、太保财险、国寿财险等其他所有的
保险公司都采用了该行业示范条款。该条款虽然名
为示范条款，但因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的非真正独立地

位与该条款制定过程中监管部门意志的突出体现决

定了其实质上对所有的保险公司都具有约束力。根
据市场调研情况来看，如果有任何一家保险公司向监

管部门报送备案的车险条款未使用该行业示范文本，

则必须面对来自监管部门的漫长备案周期及责任追

究制度，该等成本是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无法承受

的。这使得国内市场上能见到的车险保单条款在剔
除保险人名称等基本信息外，其他内容基本相同，消

费者的选择权严重受限。这一局面与我国保险费率
监管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无疑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亟需

改变。而充分落实保险公司的条款拟定自主权，真正
允许保险公司根据市场需要积极进行产品创新和条

款研发，并在保险条款备案或审核环节切实放松现有

的诸多直间接限制，则是改变的必由之路。

注释:

① 从国际惯例来看，保险监管主要包括费率监管、准备金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三者相辅相成，为保险行业提供完善的保障机制。
② 除非另有说明，本文中的“中国”特指中国大陆地区，不含中国台湾地区。
③ 根据这一规定，基本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由保险公司自己制定，但要报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批之后才可执行。
④ 如中国人民银行于 1991年 4月发布《关于对保险业务和机构进一步清理整顿和加强管理的通知》，明确要求未经报批的条款和费率掀

起补办报批手续，基本保险费率实行弹性费率，具体浮动幅度由央行审批。1993年，中国人民银行下发了《关于下发全国性保险乔克及费率( 国
内保险部分) 的通知》，规定，企业财产保险、机动车辆保险、国内船舶保险、拖拉机保险等 13个全国性险种均需按核准条款及费率执行等。

⑤ 如中国人民银行 1997年发布的《关于调整保险公司保费预定利率的紧急通知》，规定费率的变动幅度为 4%－6．5%; 1999年，中国人民
银行因应亚洲金融危机后存款利率下调的市场情况，又发布了《关于调整寿险保单预定利率的紧急通知》，规定首先预定利率不得超过年复利
2．5%。

⑥ 长期以来，商业车险一直是我国财产险市场的支柱险种，也是对社会公众影响面最广的险种，其保费收入长期占据我国财产险市场份
额的 70%以上。比如，2017年，我国财产保险公司共实现原保费收入 10541．38 亿元，其中车险原保费收入 7521．07 亿元，占为 71．35%。参见
“2017年保险业财务数据分析第四期( 共四期) －财产保险市场”，2018－05－25?，https: / /www．sohu．com /a /232867283_481633

⑦ 比如，北京车险市场于 2010年 1月开始实施《北京地区机动车商业保险费率浮动方案》，简化浮动系数，运用车险信息平台提取历史理
赔数据计算保费折扣率，使车险价格依据车辆风险程度而调整。2010年 10月，深圳市制定新的车险费率浮动方案，在全国首次使用“交通违法
记录系数”，将费率水平与 7种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记录挂钩。2011年 4月，厦门市也开始启动机动车商业车险费率改革试点工作，简化费率浮动
系数，并首次引入上门投保系数。这些车险费率市场化尝试在经验数据积累、费率厘定科学化、信息平台建设等方面为车险费率的进一步改革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⑧ 根据监管部门的表态，此次改革的目标有二:在前端，推动建立市场化的条款费率形成机制，建立以“纯风险损失率”为核心的产品费率
定价基础和以“保险产品条款开发指引”为核心的产品条款开发标准;在后端，建立动态的产品调整、验证和管控机制，对保险条款费率进行后端
评估验证和动态调整，及时剔除不合格产品，推进保险条款的标准化、通俗化进程，鼓励保险产品创新，同时研究探索产品备案制，提高产品监管
效率。参见 中国保监会财产监管部主任刘峰在 2015年全国财产保险监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⑨ 具体是在河北、江苏、河南、天津等地区试点的新简易人身两全保险、补充养老保险、农村小额寿险等产品。
⑩ 1999年 6月，鉴于 1年期存款利率降至 2．25%，中国保监会将人身险产品预定利率的上限调整为 2．5%，此限制一直持续到 2013年 8月

份保监发〔2013〕62号文的出台。
瑏瑡 改革的核心也是“放开前端，管住后端”，即把费率形成环节分为前端和后端。前端是企业的产品价格形成机制，通过改革将前端的产

品定价权交还给保险公司，产品预定利率由保险公司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和自身经营实际自主确定，监管部门不再越俎代庖。后端是监管部门责
任准备金评估利率的形成机制。评估利率是计算准备金时采用的贴现率，评估利率由监管部门根据“一揽子资产”的收益率和长期国债到期收
益率等因素综合确定，并根据长期利率的变化适时调整。费率形成机制的运作机理是通过后端的评估利率影响前端的定价利率。

瑏瑢 参见美国 1909年《堪萨斯州法规汇编》第 152章第 3条:When the superintendent shall determine any rate is excessive or unreasonably high
or not adequate to the safety or soundness of the company，he is authorized to direct the company to publish and file a higher or a lower rate，which shall
be commensurate with the character of the risk; but in every case the rate shall be reasonable．

瑏瑣 参见: German Alliance Ins．Co．v．Lewis，233 U．S． 389 ( 1914) ．
瑏瑤 其政治背景是:美国总统里根于 1981年上台执政，开始实施私有化、放松市场管制、“金融去监管化”等自由化改革，进而在美国以及西

欧掀起了新自由主义浪潮，并且迅速在拉美和亚非的发展中国家蔓延开来。
瑏瑥 如美国消费者联盟在其发表的一份全国性调查报告中指出，美国的 50个州分别采取了 5种不同程度的监管。监管最严格的 15个州在

过去近 20年中，车险费率上升的幅度反而最小，并且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均有着最佳的表现; 反之，监管较为松散的甚至无监管的州则表现最
差，车险费率快速上升，市场竞争力也急剧下降。在 1989至 2005年 16年间，美国监管最为严格的 15个州的车险费率上升了 54%，而其他监管
较次严格的 35个州的车险费率则上升了 68%－74%不等。这意味着，在监管比较松散的地区，消费者往往背负着越高的车险费率。而与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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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监管严格的地区车险市场经营有序，维持着健康的竞争水平。参见，梁国权．如何安全蹚过商业车险改革的深水区———国际汽车保险业市
场化改革经验研究［N］．中国保险报，2014－12－17( 8) ．

瑏瑦 另外，据学者研究，不同的险种影响到的消费者数量是不同的。美国各个州普遍将费率监管的重点放在与消费者关系密切的一些险种
上，比如机动车保险、健康保险、屋主保险、雇主责任保险和医疗事故保险。美国有 21个州对机动车保险费率进行积极的保险费率监管; 18个州
监管房屋所有者的保险费率，而且大多使用事先批准制度; 18个州对个人健康保险实施强制性的费率限制，49 个州限制小雇主团体健康险的费
率; 19个州监管医疗事故保险费率; 38个州监管雇主责任保险。虽然寿险也与消费者的利益密切相关，但是寿险的费率形成有生命表做支持，
相对比产险稳健，因此几乎州政府都不监管寿险费率。也只有 7个州监管其他商业保单费率。参见 马宜斐:《美国保险费率监管变革及对我国
的启示———以消费者保护为视角》，《金融与经济》2015年第 4期。

瑏瑧 如美国保险服务公司( ISO) 、日本损害保险费率测算机构( GIROJ) 、韩国保险开发院( KIDI) 、中国台湾地区的财团法人保险事业发展中
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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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and Reflection on the Supervision System
of Insurance Rate in China

Ren Zi－li
( Law School of Beihang University，Beijing 100191)

【Abstract】Insurance rate supervision is one of the core of insurance regulation，the determination of insurance
rate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rationality，fairness and adequacy． China＇s insurance rate supervision system has
experienced a process of evolution from scratch，from loose to strict． Its marketization transformation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pilot project of commercial car insurance rate supervision reform and the continuous relaxation of life
insurance rate control．． At present，most of the countries or regions with developed insurance market in the world
have completed the marketization reform of insurance rate．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relevant reform experience to
China includes: the supervision mode of insurance rate in China should adapt to the main contradiction of insurance
market，rate control should be further relaxed，insurance companies should be given greater independent pricing
rights，and they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actively carry out product innovation． At the same time，the appropriate
regulatory power of the government on insurance rates should be maintained． And China should establish or perfect
the supporting system of insurance rate supervision as soon as possible，such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independent rate
determination organization，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insuranc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and so on．
【Key words】insurance rate; supervision; automobile insurance rate; life insurance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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